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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阴话的双音节被动标记及其类型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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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湖南湘阴话为切入点，从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和语法化的角度论证汉语方言中双音节被动标记的来

源及其与给予义双宾语序的蕴含关系。在双音节被动标记形成之前，存在着双音节给予动词阶段，伴随着“给予

—使役—被动”的语义演变，双音节给予动词在句法上由重新分析而介词化。另外，在双音节被动标记与给予义

双宾语序的蕴含关系中，给予义双宾语序是双音节被动标记形成与否的核心制约因素。也就是说，若某方言存在

双音节被动标记，则给予义双宾倾向于采取非“VO 间 O 直”语序，反之亦可。该蕴含关系可以得到跨方言的普

遍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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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被动范畴是现代汉语中的显赫范畴，被动显赫的

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现代汉语中被动标记的形式及来源

具有多样性。据周晨磊[1]的调查统计，现代汉语被动

标记主要有来自给予义动词的“给”“乞”“畀”“分”

“拨”等，来自使役义动词的“叫”“让”等，来自持

拿义动词的“拿”“把”以及来自遭受义动词的“着”

“被”等。据《汉语方言地图集· 语法卷》(第 95 张)[2](下

文简称《地图集》)显示，汉语方言中存在着大量与给

予义动词有关的双音节被动标记。从已有研究来看，

除了单点方言著作提及双音节被动标记的一些特点

外，目前只有石毓智[3]专文进行了研究。石文认为方

言中由于被动式和处置式共用标记，故增加一方的形

式长度可以消除表达上的歧义，在标记规律作用下，

形式长度往往增加在使用频率较高的被动标记上。“歧

义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法解释某些方言中处

置式和被动式并不共用标记却也存在双音节被动标记

的情况。鉴于此，本文拟以湖南湘阴话为例，从语言

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和语法化的角度，论证汉语方言

中双音节被动标记是句法语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 

及给予义双宾语序对双音节被动标记形成的管控   

作用。 

 

二、湖南湘阴话双音节被动标记的 
句法语义特点及其形成 

 
双音节被动标记指构成被动标记的形式在语音上

对应两个音节，在文字上对应两个汉字。如湖南湘阴

话中双音节被动标记最常用的是“送得”“把得”。 

(一) 湖南湘阴话双音节被动标记的句法语义  

特点 

1. 双音节被动标记的构成语素特点 

湖南湘阴话中双音节被动标记最常用的是“送得”

“把得”，就其内部语素而言，“送”“把”是典型的三

价给予义动词、被动介词，其中“把”还可充当处置

标记。如： 

(1) a.送/把本书我。送我一本书。 

b.送/把他打嘎两只耳巴。被他打了两个耳光。 

c.把鱼吃完！把鱼吃完！ 

“送/把得”中的“得”在当前湘阴话中已不能单

用，也不能充当与事标记。不过，“得”与普通话的“V

给”以及古汉语的“V 与”类双音节给予动词中的“给”

“与”类似。当 V 是非“给(GIVE)”义语素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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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V 得”具备给予义，当 V 是“给(GIVE)”义

语素时，“得”可以使“V 得”的给予义得到强化。如： 

(2) a.*拿尔—拿得尔  *抢尔—抢得尔  *偷尔—

偷得尔 *收尔—收得尔 

b. 送尔—拿得尔   把尔—把得尔 

例(2a)中，“得”可以后附“夺取(TAKE)”义动词，

使得整个动词结构“V 得”具备给予义；(2b)中，“得”

后附“给(GIVE)”义动词，整个动词结构“V 得”在

句法上相当于双音节复合动词，类似于普通话中的复

合动词“V 给”。另外，“与”在普通话中已丧失三价

给予义动词地位，不过其“给(GIVE)”义义素在语义

滞留原则作用下仍保留在双音节动词如“赠与”“拿 

与”等中。可见，“得”跟“与”在当今普通话中的地

位相类似，虽然它在当前湘阴话中丧失了三价给予义

动词地位，但在“V 得”结构中保留了“给(GIVE)”

义义素，并且在以前湘阴话中极有可能具有三价给予

义动词地位。这可以从同处湖南境内的其他方言点得

到验证。如： 

(3) a.冇得一分钱得我①。(衡阳方言 《湖南方言的

介词》) 

b.你得本书得我。(衡山方言 同上) 

c.佢得支笔得我/得支笔我。(常宁方言 同上) 

例(3a~c)中，衡阳方言和衡山方言(前山话)属于湘

语，常宁方言属于赣语。这些方言中“得”都具备三

价给予义动词用法以及与事介词用法。由此可见，同

属湘语的湘阴话中，“得”极有可能曾具备三价给予义

动词用法。 

综上，湘阴话中的双音节被动标记主要由“给

(GIVE)”义语素构成，该“给(GIVE)”义语素在当前

湘阴话或以前湘阴话中具有动词、与事介词用法，并

且构成双音节被动标记的后一“给(GIVE)”义语素，

在动性上一般要弱于前一语素。另外，“把”在湘阴话

中兼任处置标记和被动标记，而“送”专任被动标记，

二者都可以后附“得”构成双音节被动标记。可见，

“歧义说”难以解释“送得”“把得”的形成。 

2. 双音节被动标记的句法特点 

湘阴话的双音节被动标记主要出现在被动句中，

表达主语遭受谓语动词所表示的事件。若以“送得”

为例，用 NP1 表示“送得”类被动句的主语，NP2 表

示“送得”介引的宾语，VP 表示谓语，那么湘阴话中

“送得”类被动句最典型的句法结构为“NP1+送得

+NP2+VP”，表示“NP1 遭受 NP2 的动作所受的影响”

的语法意义。若以 VP 为参项，湘阴话中“送得”类

被动句可分为 5 类，即 VP 分别为动补结构、动宾结

构、动+助词、状中结构、连动结构。 

当 VP 为动补结构时，补语成分可以是程度补语、

数量补语、趋向补语、状态补语、结果补语等。如： 

(4) a.床上送得他搞得邋遢死得。床上被他弄得

很脏。 

b.我里屋里送得他偷过两回，尔要留神啦！

我家被他偷过两次，你要留心啦！ 

c.那只狗□tiɛ45□sai45送得他关起进去得，不是

会叫死去。那条狗幸好被他关进去了，不然会一直叫。 

d.个张被窝也还送得他洗干净得嘞。这张被

子也还被他洗干净了。 

e.那条鱼送得他吃完得。那条鱼被他吃完了。 

当 VP 为动宾结构时，宾语成分可以是一般事物

名词、处所名词、代词或名词性短语。如： 

(5) a.他送得蛇□ŋa45得脚。他被蛇咬了脚。 

b.那双鞋子送得他丢得塘里去得。那双鞋子被

他丢到池塘里去了。 

c.旧书多日送得我里娘把得别个得。旧书早就

被我妈妈送给别人了。 

d.送得他打嘎两只耳巴。被他打了两个耳光。 

当 VP 为动+助词时，助词可以是单音节助词，也

可以是多音节助词。如： 

(6) a.快点进来！莫送得风吹得。快点进来！别被

风吹了。 

b.那只鱼会送得他吃嘎去。那条鱼将会被他吃

完。 

c.绳子上个衣送得贼仔子偷嘎去得。绳子上的

衣服被小偷偷走了。 

当 VP 为状中结构时，状语成分一般是形容词、

副词以及前置词短语等。如： 

(7) a.两斤肉送得他里快吃完得。两斤肉被他们快

吃完了。 

b.才买个玩具送得他两下就搞烂得。刚买的玩

具被他一下子就搞坏了。 

c.他送得拖拉机把脚轧断得。他被拖拉机把脚

轧断了。 

当 VP 为连动结构时，第一动词可以是第二动词

发生的方式，也可以是原因，二者在时间上存在先后

顺序关系。如： 

(8) a.张三送得他里爷吊起打。张三被他爸爸吊着

打。 

b.送得他扯起去打牌。被他拉过去打牌。 

例(4)~(8)基本上代表了“送得”类被动句的句法

特点，“送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后面必须介引施事

宾语，不允许介词悬空，这一点不同于普通话中“给

VP”类被动结构。另外，例(4)~(8)中“送得”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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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送”替换而基本意思不变，二者差别主要体现在

语用上，即“送得”表明“遭受义”从说话人角度得

到特别强调，主观性较单音节的“送”要强一些。 

(二) 湖南湘阴话双音节被动标记的形成 

如上所述，“送”“把”“得”在湘阴话中都是“给

(GIVE)”义语素，其中“送”“把”还是典型的三价

给予义动词，其最典型的句法环境就是双宾结构的核

心动词位置，如上文例(1a)。然而，由这三个“给

(GIVE)”义语素构成的双音节给予动词“送得”“把

得”却不能充当双宾结构的核心动词，这和普通话“V

给”类双音节动词(以“送给”为例)不一样，不过，

二者都只允准间接宾语排斥直接宾语，如： 

(9) a.*送/把得本书他 *送/把得本书② 送/把得他

(湘阴话) 

b.送给他一本书 *送给一本书 送给他(普通

话) 

据例(9)，“得”“给”分别对“送/把”“V”的概

念内容进行了压制，导致“送/把得”“V 给”的及物

性降低，即“送/把得”“V 给”无法单独管控直接宾

语。不过，普通话的“V 给”可以以间接宾语为媒介

间接管控直接宾语，即双宾结构。由此可见，尽管“V

给”的及物性降低了，但是在“VO 间 O 直”给与义

双宾语序的制约下，“V 给”仍然是三价给予义动词，

而湘阴话给予义双宾结构采取“VO 直 O 间”语序③，

无法单独管控直接宾语的“送/把得”，自然不能在双

宾结构中保留三价动词地位。 

沈家煊[4]认为“V 给 O 间 O 直”表达了“惠予物

转移并达到终点，转移和达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的

整体意义。我们认为在这一整体意义中，“V”表达的

是“转移”义，“给”承担了“达到”义，因此，“V

给”中的“给”等于是把时间上的有界性特征添加到

了转移动作“V”的概念内容中，从而使得双音节给

予动词“V 给”在时间上具有内在的有界性特征，形

式上的表现就是完整体标记“了”不能添加在“V”

后，只能添加在双音节给予动词“V 给”后。石毓     

智[5]从时间一维性角度论证了介词的衍生机制，石文

认为出现在同一时间位置的多个动词中，在时间一维

性的制约下，有且仅有一个动词承载时间信息成为主

要动词，其他丧失时间信息的动词会演变为介词。因

此，我们认为双音节给予动词“V 给”尽管出现在连

动结构中的第一动词位置，但由于其本身就负载着时

间信息，从而导致它只能充当主要动词，无法在句法

上降格为双音节介词。故此，尽管“给”是普通话中

处置式和被动式的共用标记，也不会形成“V 给”类

双音节被动标记。 

湘阴话中，“送/把得”无法充当“VO 直 O 间”

中的核心动词，因此，普通话的“V 给 O 间 O 直”在

湘阴话中只能采取迂说方式，即把“O 直”话题化或

有定化移至句首，如(10a)： 

(10) a.那本书送/把得他。 

b.那本书送/把得他撕。 

c.那本书送/把得他撕完得。 

例(10a)中，“那本书”尽管在语义上是“送/把得”

的受事宾语，不过句法上它并不受“送/把得”的管控。

也就是说，它不是“送/把得”的句法宾语，故“那本

书”在语用上体现为话题，因此，(10a)无法表达普通

话“V 给 O 间 O 直”的整体意义。也就是说，“把/

送得”不存在“转移和达到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的意

义，即“把/送得”只简单表达“转移”，若要表达“达

到”的意义，需在整句话后添加完整体标记“得”。由

此可见，湘阴话中双音节给予动词“送/把得”本身没

有负载时间信息，当其处于连动结构的第一动词位置

上时，就有可能向介词方向演变，如“送/把得”在例

(10b)中可以理解为允让义动词，在(10c)中就可以理解

为被动介词。因此，湘阴话中双音节被动标记“送/

把得”也遵循着“给予—使役—被动”的语义演变，

即双音节被动标记“送/把得”是句法语义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尽管“送”专任被动标记，也可以形成双

音节被动标记“送得”。 

综上，尽管双音节被动标记是句法语义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究其根本，也就是双音节给予动词能否

出现在给予义双宾结构中获取并自带时间信息：普通

话给予义双宾结构由于采取“VO 间 O 直”语序，故

“V 给”可自带时间信息在连动结构中保持动性，而

湘阴话给予义双宾结构采取“VO 直 O 间”语序，故

“送 /把得”无内在的时间信息以致存在介词化的   

可能。 

 

三、双音节被动标记与给予义双宾 
语序的跨方言考察 

 

如上所述，双音节被动标记和给予义双宾结构的

语序存在关联，因为给予义双宾结构的语序会制约双

音节给予动词的时间特性。具体来说，就是当某一方

言的给予义双宾结构采取“VO 间 O 直”语序时，双

音节给予动词会由于其自带时间信息保持其动性而无

法介词化。当某一方言给予义双宾结构采取非“VO

间 O 直”语序时，双音节给予动词就会由于自身无时

间信息且在特定句法环境下介词化。 

为了检验这一推测的可靠性，本文拟对汉语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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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音节被动标记(Ⅰ)、给予义双宾结构非“VO 间 O

直”语序(Ⅱ)展开考察，涉及的方言有官话、晋语、

湘语、赣语、平话、客家话、吴语、粤语、闽语、徽

语以及一些土话，具体考察结果如表 1、表 2。需要说

明的是，某些方言给予义双宾结构优先语序是“VO

直给 O 间”，少用或不用“VO 直 O 间”语序，但是

这类方言的取得义双宾结构语序是“VO 间 O 直”，本

文把这类方言归入到非“VO 间 O 直”这一类。 

根据表 1，我们认为反映了没有双音节被动标记

的两种方言类型：一种是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官话区以

及晋语、徽语、吴语、闽语等的一些方言点，本文简

称 A 类型；另一种是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语、吴语、

湘语、客家话、赣语、平话、西南官话等的一些方言

点以及某些土话，本文简称 B 类型。据此，我们可得

出结论一。 

结论一：若某方言不存在双音节被动标记，则该

方言给予义双宾结构不采取非“VO 间 O 直”语序。 

当该方言给予义双宾结构不采取非“VO 间 O 直”

语序时，对应的是 A 类型；当该方言给予义双宾结构

采取非“VO 间 O 直”语序时，对应的是 B 类型。也

就是说，给予义双宾结构采取非“VO 间 O 直”语序

并不必然导致双音节被动标记。 

表 2 是在表 1 的基础上对双音节被动标记的进一

步考察，其中“XY”表示构成双音节被动标记的两个 

 

表 1  双音节被动标记与给予义双宾结构非“VO 间 O 直” 

 Ⅰ Ⅱ 方言点 

A 
类 
型 

− − 

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官话区，包括东北官话、胶辽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等全部或大部分方

言点；晋语区(《地图集》第 95、96 张[2])；徽语区的休宁、屯溪、婺源、祁门、浮梁、淳安、建德、旌德、

石台(孟庆惠[6])；闽语区的福州(陈泽平[7])、厦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吴语区的宁波(阮桂君[8])、开

化、余姚、云和(林素娥[9])；等等。 

B 
类 
型 

− + 

粤语区的广州、海康、阳江、香港、东莞(黄伯荣[10])；吴语区的常州、无锡、盛泽、绍兴、温州、庆元、

龙游、童家桥(林素娥[9])、杭州(《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崇明(同上)、丹阳(同上)、温州(同上)、金华汤

溪(《介词》《动词谓语句》)；湘语区的衡阳(李永明[11])、邵阳市区(储泽祥[12])、衡山(彭泽润[13])；赣语区

的常宁(吴启主[14])、平江(朱道明[15])、抚州(傅欣晴[16])、岳阳(李冬香[17])、贵溪樟坪(刘纶鑫[18])、汝城(曾献

飞[19])、芦溪(刘纶鑫[20])、铅山(胡松柏，等[21])；属于土话的东安(鲍厚星[22])；徽语区的寿昌(孟庆惠[6])；客

家话的信丰、上犹、赣县、安远、石城、定南、寻乌(刘纶鑫[23])、梅县(林立芳[24])；平话区的临桂两江(梁
金荣[25])、南宁(《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官话区的常德(郑庆君[26])、柳州(《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南京(同上)、南通(同上)；等等。 

 

表 2  双音节被动标记与给予义双宾结构非“VO 间 O 直”的进一步考察 

Ⅰ 
Ⅱ

方言点 
Cx Bx Cy By Vxy Pxy 

± + − − + 送得、把得 + 湘阴，长沙、湘潭、益阳(卢小群[27]) 湘语 

− + − − ？ 逗倒 
+ 

新化(同上) 

+ − − + + 拿赐、把赐 
 

娄底、涟源(同上) 

− − + + + 让把 + 祁阳(李维琦[28]) 

+ + − − + 把去、把到 + 邵东(黄磊[29]) 
+ − + + ？ 拿狭 + 湘乡(黄伯荣[10]) 
− + − − ？ 惹得 + 浏阳(夏剑钦[30]) 赣语 

+ + − − + 把在 + 宿松(黄晓雪[31]) 
+ + − − + 把到(得) + 咸宁、大冶(陈有恒[32]) 
− − − − ？ 兜倒 + 宁远(张晓勤[33] ) 平话 
− + − − + 拨辣 + 上海(《介词》) 吴语 
− + − − + 拨勒 + 苏州(《介词》《动词谓语句》) 
+ + − − + 把得、把倒、让得/把到、

把是 
+ 

武汉(赵葵欣[34])；孝感(左林霞[35])；黄冈(何洪峰，

等[36])；英山、罗田、浠水、蕲春(陈淑梅[37]) 
西南官话

− + − + + 拿分/乞/畀、分拿/乞/
畀、锡拿/分/乞/畀 

+ 
连城(项梦冰[38]) 客家话 

− + − − + 弯志 + 桂阳六合(邓永红[39]) 土话 
？ ？ ？ ？ ？ 拿给、把得、拨勒、拿

得、让把、碰到、担帮
+ 

祁东、启东、吉安、吉水、修水、德兴、樟树、赤壁、崇阳、

通城、泸定(《地图集》第 95、96 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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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Cx和 Bx分别表示 X 的处置标记、被动标记用

法，Cy和 By分别表示 Y 的处置标记、被动标记用法，

Vxy 指 XY 的给予动词用法，Pxy 指 XY 的被动标记   

用法。 

根据表 2，我们认为存在双音节被动标记的方言

的给予义双宾结构一般倾向于采取非“VO 间 O 直”

语序，该类型的方言(本文简称 C 类型)包括湘阴话在

内的湘语、吴语、赣语、客家话、西南官话等的一些

方言点以及某些土话。另外，综合表 1 和表 2，鲜见

存在双音节被动标记且给予义双宾结构不采取非“VO

间 O 直”语序的方言点(本文简称类型 D)。就双音节

被动标记 XY 本身而言，其在方言中往往有给予义动

词用法。我们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也发现，X 或 Y 大

都是三价给予义动词，表 2 也反映了 X 或 Y 存在至少

有一个可充当处置标记或被动标记的倾向，不过从概

率上而言，X 一般要高于 Y。另外，除湘阴话的“送”，

新化、娄底、涟源、上海、苏州、连城、桂阳六合的

双音节被动标记中的X或Y并不是处置式和被动式的

共用标记，也进一步说明“歧义说”可待商榷。据此，

我们得出结论二和结论三。 

结论二：若某方言存在双音节被动标记，则该方

言的给予义双宾结构倾向于采取非“VO 间 O 直”   

语序。 

结论三：若某方言存在双音节被动标记，则构成

双音节被动标记的两个语素在该方言中存在至少有一

个可充当处置标记或被动标记的倾向。 

根据结论一和结论二，我们可以发现双音节被动

标记和给予义双宾结构非“VO 间 O 直”语序存在着

类型学上的蕴含关系，即“非‘VO 间 O 直’语序⊂

双音节被动标记”，该蕴含共性符合类型学上的四分表

关系，如： 

＋(－Ⅰ，－Ⅱ) ＋(－Ⅰ，＋Ⅱ) 

＋(＋Ⅰ，＋Ⅱ) －(＋Ⅰ，－Ⅱ) 

 

结合表 1 和表 2，在该四分表中，(－Ⅰ，－Ⅱ)

对应 A 类型，(－Ⅰ，＋Ⅱ)对应 B 类型，(＋Ⅰ，＋Ⅱ)

对应 C 类型，而与 D 类型匹配的(＋Ⅰ，－Ⅱ)并不存

在。然而，我们发现泰兴、成都、泸定、盐津、泉州、

平和 6 个点体现了 D 类型的特点。不过，从方言间语

法手段借用上看，这 6 个点在 D 类型上并无原生性特

点。严格意义上说，它们不属于 D 类型，而是 A 类型

和 C 类型的杂合。如泉州、平和位于福建属闽语；成

都、泸定位于四川，盐津位于云南东北部靠近四川西

北部，皆属西南官话；泰兴镇位于成都北郊属客家话。

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成都话的双音节被动标记以及

泰兴的“VO 间 O 直”语序是西南官话和客家话之间

相互吸收的结果。据梁德曼等(《现代汉语方言大词

典》)，成都话有两个单音节被动标记“被”“遭”，一

个双音节被动标记“拿给”，但给予义双宾结构采用

“VO 间 O 直”语序，如： 

(11) a.麦子被吹倒了。 

b.我遭他骂了一顿。 

c.莫拿给人家骂死了。 

(12)我给他一本书。 

此外，梁德曼等也指出四川省内 30 多个县市有客

家话方言岛，并且成都市的客家方言岛主要分布在成

都市郊的北部、东部，而位于成都市北郊的泰兴镇客

家方言岛则存在双音节被动标记“拿分、拿给”。可见，

客家话中的双音节被动标记有渗透到成都话的可能。

再者，笔者的 4 位发音合作人恰好来自成都市北部、

东部(两位锦江区、两位青羊区)，这有利于进一步落

实我们的推断。另外，据例(11)，成都话被动标记“被”

“遭”都与“遭遇义”有关，其中“被”类被动句可

以省略施事，而“拿给”类被动句不能省略施事。还

有，成都话“拿给”并无给予义动词用法，且典型的

给予义动词“给”并无被动标记用法。可见，就被动

句施事省略与否而言，“被”类被动句与官话区同类型，

“拿给”类被动句与客家同类型。就语义演变而言，

南方方言包括客家话普遍存在的“给予—使役—被动”

的语义演变路径很难说在成都话中具有完整体现。因

此，我们认为双音节被动标记“拿给”不是成都方言

自生的，而是源于客家话的渗透；位于成都市北郊的

泰兴镇客家方言岛，尽管具有双音节被动标记“拿分、

拿给”，但给予义双宾结构却和成都话一致(兰玉英，  

等[40])，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受了成都话的影响。 

属于西南官话的泸定、盐津以及闽语区的泉州、

平和给予义双宾结构采取“VO 间 O 直”语序却存在

双音节被动标记。不过，泸定、盐津、泉州、平和均

有客家人分布，也有可能是方言间的相互影响。从成

都、泰兴两点的情况来看，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存在

的，不过需要进一步论证。 

由此可见，泰兴、成都、泸定、盐津、泉州、平

和 6 个点很难构成四分表的反例。因此，我们认为双

音节被动标记和给予义双宾结构非“VO 直 O 间”语

序具有类型学上的蕴含共性关系，即：非“V+O 间+O

直”语序⊂双音节被动标记。也就是说，若某方言存

在双音节被动标记，那么该方言的给予义双宾结构采

取非“VO 间 O 直”语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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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本文从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及语法化的视角

考察了汉语方言中被动标记的双音节现象，论述了湖

南湘阴话中双音节被动标记的句法语义特点，通过与

普通话的对比，认为双音节被动标记的形成受制于给

予义双宾结构的语序。另外，在双音节被动标记形成

之前，尚存在双音节给予动词阶段，体现了“给予—

使役—被动”的语义演变。同时，本文也指出了双音

节被动标记“歧义说”的不足，认为双音节被动标记

的形成是句法语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后，通过

跨方言考察，挖掘出双音节被动标记和给予义双宾非

“VO 直 O 间”语序具有类型学上的蕴含共性关系，

即“非‘VO 间 O 直’语序⊂双音节被动标记”，排除

方言间的影响，这一蕴含共性满足类型学意义上的四

分表要求，在汉语方言中尚未发现原生性反例。 

语法具有历时渐变性，同时也具有共时稳固性。

无论是历时渐变性还是共时稳固性，所有语法手段在

单个语法系统中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因此，同一语法

系统中某一语法手段的变化必然也会引起该系统中与

之相关的其他语法手段的变化，某一语法手段存在于

某一语法系统中必然与该语法系统中的其他语法手段

产生纵向或横向的联系。语法系统中语法手段的纵向

联系在语法化研究中得到普遍重视，至于横向联系则

更多地体现在语言类型学研究上，因此，语法研究从

系统论出发可以更加深入。比方说，对汉语南方方言

给予义双宾结构“VO 直 O 间”语序的成因，学界素

有争议。总的来说，大致有如下三种观点[41]：一是继

承说，即源于古代汉语“VO 直 O 间”遗留；二是省

略说，即源于“V+O 直+P+O 间”中介词的省略(Xu

＆Peyraube[42]，刘丹青[43]等)；三是原生态说，即南方

方言本身所固有的原生性的句法结构(林素娥[41])。上

述三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任何一种观点都无法

说服另外两种。我们认为存在上述争议的根本原因就

是三种观点的关注点都落在双及物结构身上。本文通

过对双音节被动标记与“VO 直 O 间”语序的跨方言

研究，认为“原生态说”较为可信。因为从语法的系

统性看，“VO 直 O 间”语序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南方

方言的语法系统中，而是与其他语法手段存在着横向

或纵向的联系。本文论证的“非‘VO 间 O 直’语序

⊂双音节被动标记”显示了“VO 直 O 间”语序与双

音节被动标记就可以横向地存在于某些南方方言的语

法系统中。至于“VO 直 O 间”语序还与同语法系统

中的多少语法手段有何联系，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   “冇得”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动词“没有”，该句后面的“得”

相当于“给”。 

②   在湘阴话中，“送/把得本书他”“送/把得本书”可以说，但“得”

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完整体标记“了”。可见，这里的“送/把得”

不再是双音节给予动词，而是相当于“V+了”结构。 

③   湘阴话中，给予义双宾结构采取“VO 直 O 间”语序，夺取

义双宾结构采取“VO 间 O 直”语序，并且给予义动词一般

无法出现在“VO 间 O 直”结构中，而夺取义动词出现在“VO

直 O 间”中时，整个结构仍然表达给予义。这和大部分双宾

结构两分的南方方言一致。 

④   本文所用的方言资料，除湘阴话为笔者调查所得外，多数引

自有关的研究文献(详见文末)。由于篇幅所限，在文末无参考

文献的某些方言资料皆来自伍云姬先生主编的《湖南方言的

介词》，李如龙等先生主编的《介词》《动词谓语句》，李荣先

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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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passive marking of double syllables and 
its typological value of Xiangyin dialect in Hunan 

 

CAI W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essay, by taking Xiangyin dialect in Hunan as the research target, and by employing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typology,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dialects, intends to discuss and 

demonstrate the source of passive markers of Double Syllables in Chinese dialect and its implication with the double 

object sequence of meaning “to give”. Before the formation of the double syllable passive marker, there was a period of 

double syllable of verbs meaning “to give”. With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o give—causative—passive”, the double 

syllables verbs meaning “to give” are prepositioned due to the syntactical reanalysis. In addition, among the implication 

relation of the double syllables passive markers and double objectives sequence of  verbs meaning “to give”, the double 

objectives sequence of verbs meaning “to give” is the core restrictive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double syllable 

passive marker or not. That is to say, if a dialect has double syllables passive marks, then double objectives of meaning 

“to give” of will take the opposite word order of “VO 间 O 直”,  vice versa, the implication relation can be generally 

validated by cross-dialects. 

Key Words: Xiang-Yin Dialect; double syllable passive marker; double objective structure of meaning to give; 

ty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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